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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邱泽奇　乔天宇

摘　要：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

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

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

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

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

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

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

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

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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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技术变革的提问

人类历史超越万年，而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农业技术，第

二次是工业技术，第三次是数字技术。每一次都推动人类发展，改变社会。①

农业技术变革以动物养殖和植物栽培为标志，影响人类万年。以栽培水稻为

例。在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上溯至１４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年前，《史记·夏本纪》有
“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考古学家在湖南省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水稻种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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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技术背景下数字社会特征研究” （１９ＺＤＡ１４３）
阶段性成果。
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可革命性技术变革不是。革命性的技术变革指彻底改变人类
生计方式的技术变革。讨论革命性技术变革影响的文献汗牛充栋，通俗易懂且影响广
泛的近期文献如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
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代约在１４０００年前。① 栽培水稻至今仍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农业技术依
然是社会发展的基底。

工业技术变革以机械动力为标志，影响人类两百多年。以动力变革为例。人力
和畜力始终未能让人类摆脱在生存边缘挣扎，机械动力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动力结
构，进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资源利用、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等方式，最终，彻底地
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② 带给了人类充裕的物质。层次丰富的动力体系，至今
仍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动力，工业技术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

数字技术变革以数字连接为标志，是人类正在经历的、从一开始便影响广泛且
深远的未有之变。据公开数据，在市值排名前十③的公司中，１９９０年有６家银行，

１家通信硬件公司；２０２０年则有７家互联网公司，两家金融公司。④ 在过去４０年，

以设施设备等硬件为基础，以组织和社会应用为目标，数字技术快速地迈过其扩散
临界点，进入到变革的起飞阶段。⑤

中国正加速进入数字社会，⑥ 且处在世界第一方阵。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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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蟾岩遗址和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水稻种子的事实已有广泛报道，故不再注明出处。
讨论工业革命带给人类影响的文献数量亦汗牛充栋。初期部分可参见保尔·芒图：《十
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年。技术部分可参见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ＩＶ卷，辛元欧主译，上
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综合部分可参见近代史的各分类著作，如 Ｈ．Ｊ．
哈巴库克、Ｍ．Ｍ．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６卷，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工业革命催生了金融市场，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企业都在金融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市值
排名不只标示企业价值规模，也指示技术的潮流和社会的取舍。参见板谷敏彦：《世界
金融史泡沫、战争与股票市场》，王宇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依据公开数据整理，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来自普华永道 （ＰｗＣ）官方网站。系统的叙述，参
见徐清源：《数字企业平台组织的结构、行动和治理》，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２０２１年，第２—５页。
我们的判断以技术扩散Ｓ曲线为依据。技术扩散理论把一项技术的流行划分为五个阶
段。以目标人群为分母，以采用人群为分子，第一阶段为前２．５％阶段，即先行种子阶
段。第二阶段为前１３．５％阶段，即前流行阶段。第三阶段为前３４％阶段，即流行拐点
阶段，形成了三度影响格局，跨过这个拐点，如果没有其他干扰，流行将变得不可避
免。第四个阶段为后３４％阶段，即后流行拐点阶段，形成了流行的初步饱和。第五阶
段为后１６％阶段，即流行高原阶段，剩下的不一定会采用或使用。
主要依据综合自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２０２１年；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１年。对两类
报告均参考了其初期和近两年的数据。
只有中国和美国在第一方阵。北京大学张平文院士团队的研究结论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参见 《数字生态指数 （２０２０）》，北京：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２０２０年。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① 对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推动力度不断增强。数字技
术变革已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国家努力抓住的发展机遇。在经济领域，

２０２０年数字经济增加值为３９．２万亿元人民币，占ＧＤＰ的比重跃升至３８．６％，越过
了临界点而进入起飞阶段。在社会领域，上网人口已经上升至近９亿人，其中９９％
的用户使用移动终端上网，是世界上覆盖用户最广泛的国家之一；电子商务应用覆
盖了最不可能覆盖的所有８３２个前国家级贫困县，数字教育设施设备覆盖了所有中
小学包括最难覆盖的偏远地区自然村寨教学点。在政务领域，实名注册个人数达

７．７４亿，法人数７．２７亿。审批等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的比例
达８２．１３％；政府事项网上可办率超过了９０％。

革命性的技术变革在推动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②的同时也有它的另一面，即制
造技术新门槛，形塑社会发展新机制。农业技术变革把人类对气候、土壤、动植
物的个体经验变成进入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技术新门槛，技术积累成为迈过门槛的
敲门砖，以种养殖业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模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机制，

如家族制、聚居制、互助制等。工业技术变革把科技转化与应用变成进入工业生
产和城市生活的技术新门槛，分科教育成为迈过门槛的敲门砖，以制造业和供应
链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机制，城镇成为满足生产与生
活效率的新载体。技术新门槛通过挑选符合资质的人实现社会筛选。如果说技术
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于新技术携带技术红利，那么，迈过门槛的人群便有机会分享
技术红利。

对社会发展而言，技术变革的另一面实则潜藏着社会不平等机制，且在工业技
术变革中就已经引起关注。恩格斯指出，工业技术变革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制造了社会不平等。③ 对更长历史的研究表明，从石器时代开始，伴随技术变革的
始终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④ 圣塔菲研究所还运用理论建模拟合技术变革加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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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为数字技术变革保驾护航，数量多达十多项 （部）。
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会通过生产、分配、消费等影响技术红利分配。对此，持发展立场
的学者是主流，会更多关注红利普惠，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总体回应性的文献如史蒂
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侯新智等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持批判立场的学者会将 “剥削”带入分析，批判数字技术
的文献众多，如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Ｅｕｂａｎｋ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ｏｗ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Ｔｏｏｌ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ｔ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６页。
参见Ｔｉｍｏｔｈｙ　Ａ．Ｋ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ｏｓｔ－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ｔｈａ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５５１，ｎｏ．７６８２，２０１７，ｐｐ．６１９－６２２．



不平等的机制。① 面对正在展开的数字技术变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发
出预警指出，数字技术变革不仅会带来发展，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穷等社会
问题。②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世界上５４个国家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变
革的确在扩大社会不平等。③

我们的认识是，贫富差距的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既有研究结论归纳的是技术
变革一个时期之后的总效应，混合了技术变革之初的机会性不平等和技术变革一段
时间后的结果不平等。显然，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对社会发展的意义非常不同，④

它提醒我们一个不曾被研究、却极为重要的议题，即在技术变革初始阶段，技术新
门槛也是人们分享技术红利的新机会。数字技术变革在中国刚刚进入起飞阶段，是
探讨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对认识革命性技术变革的影响机制意义重大。我们的研
究问题是，数字技术变革是否在初始阶段便制造了机会不平等？如果是，是否存在
调节因素促进机会平等？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条路径。第一是观察人们是否以及如何获得机会。在方法
上需要分析数字技术变革覆盖人群的数据。由于没有这样的数据，是一条暂时走不
通的路。第二是分析最不可能迈过技术新门槛的人群是否获得了发展机会，即极值
分析。⑤ 如果极值人群能获得发展机会，便意味着数字技术变革至少不是机会不平
等的决定性因素，而可能只是触发因素，两者之间还存在调节变量。也意味着技术
新门槛制造的机会不平等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而是可以引入其他因素改善的。

本文采用第二条研究路径。

在当下中国，数字技术变革覆盖人群最广的典型形态之一是电商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在电商发展中，最不可能迈过技术新门槛的是难以接触和难以应用电商技术
的人群。这个群体的典型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前贫困乡村的贫困农户。与基于既
有研究结论的预期相反，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以 “淘宝村”为代表的电商村成批涌
现。⑥ 尤其近五年，电商村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一些以往经济落后的乡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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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ｗ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ｕｎｇ－Ｋｙｏｏ　Ｃｈｏｉ，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２７，ｎｏ．５，

２０１９，ｐｐ．２１８６－２２２８．
参见 《１９９９年人类发展报告》编写组编： 《１９９９年人类发展报告：富于人性的全球
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不包括中国。参见Ｓｉｔｉ　Ｎｕｒａｚｉｒａ　Ｍｏｈｄ　Ｄａｕｄ，Ａｂｄ　Ｈａｌｉｍ　Ａｈｍａｄａ　ａｎｄ　Ｗａｎ　Ａｚｍａｎ
Ｓａｉｎｉ　Ｗａｎ　Ｎｇａｈ，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６，２０２１，ｐｐ．１３３９－１３４３．
不存在断崖式前后完全不同的阶段，两个阶段的交错是进入起飞阶段后的常态。
统计学常用的极值分析法。在管理学中，依据木桶理论也被称之为短板分析法。
参见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ｏ－ｆａｉ　Ｌｉ，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５７－６２；《淘宝村十年：数



发展电商脱贫致富，实现了共同发展。２０１９年，“电商助力脱贫”的中国实践受到
世界银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世界银行认为，电商为中国乡村发展 “带来了希望，

电子商务能够成为乡村振兴和减少贫困的一个强大工具”。①
把我们的研究问题放在乡村电商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实践场景，则可将其进一步

明确为 （１）电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否在乡村制造了技术新门槛，影响了农户发展
机会的平等？（２）如果是，为什么在某些乡村却推动了农户的共同发展？或，新门
槛的筛选效应是如何被调节的？

为回答技术门槛问题，我们选择了世界银行的 “淘宝村”抽样调查数据 （以
下简称 “世行调查数据”，用于推断统计，后面不再单独说明）。２０１８年，世界银
行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设计，以行政村为初级抽样单位 （ＰＳＵ），按照不同淘
宝村在阿里巴巴 （包括淘宝和天猫）的网络销售额 （ＧＭＶ）进行分层，在当年

２１１８个淘宝村总体②中抽取８０个淘宝村样本；进一步，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１０
家电商户和１０家非电商户；最终形成了由８０个淘宝村的１３７１户家户组成的调查样
本，其中，６１５户为电商户，７５６户为非电商户。由于世行调查的目的是探讨电商经
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③ 故本文只能尽可能利用调查数据，包括受访者的基本变量
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还有从事电商经营、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等数据。

为回答机会调节问题，除运用世行调查数据外，我们还运用了笔者团队在脱贫
攻坚任务完成前对贫困地区电商村调查的访谈、文献、观察等案例数据。

接下来的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运用世行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变革
是否制造了技术新门槛，在淘宝村给农户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第二部分，

综合运用世行调查数据和案例数据，分析乡村电商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调节技
术变革门槛效应的关键因素，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④ 即让数字技术变革推动农
户共同发展需要怎样的条件。第三部分，探讨电商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平等与阶
段性发展结果的关联性，阐述影响数字技术变革作用方向的是非技术因素对技术
变革的引导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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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之路———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北京：阿里研究
院等，２０１９年。

①　参见世界银行、阿里巴巴集团： 《电子商务的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华盛顿：世界
银行，２０１９年。
到２０２０年６月底，中国淘宝村的数量已经增加至５４２５个。
参见 Ｘｕｂｅｉ　Ｌｕ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ｙｕ　Ｎｉｕ，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８８１１，２０１９．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２０１９———超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２１
世纪人类发展的不平等》，纽约：联合国，２０１９年。



二、电商技术变革与机会平等

数字鸿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是刻画数字技术变革负向社会影响的通用术语。① 人
们常把由数字基础设施供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差异及因此产生的接入性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差异视为导致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例如，关注城乡和地区之间接入
性差异带来的影响。②

中国十分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对农村地区。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印发的
“宽带中国”战略将 “宽带网络”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公共基础设
施”。２０１９年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行政村通光纤
比例达到９６％，贫困村通宽带比例提升至９７％，接入可及性不再是导致数字鸿
沟的主要因素。

（一）电商技术与发展机会

在数字接入普惠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环境③中，接入性差异视
角不再对数字鸿沟具有解释力。后继的数字赋能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视角认为，

数字技术变革为传统弱势群体分享数字红利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提供了可能性。④

赋能视角来源于阿玛蒂亚·森，其中的 “能”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指人们获得的发展机会集
合。森的基本观点是，人们通过在机会中自由选择而获得自身发展。⑤ 中国乡村的
电商创业创新、电商生态的自发涌现的确带来了普惠性增长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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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Ｃｏｍｐａｉｎｅ，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Ｍｙ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Ｋｏｅｎ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Ｄｉｒｋ　Ｓｔｒｉｊｋ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ＩＣ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４，２０１７，ｐｐ．３６０－３７１．
建设数字接入设置需大量投入，非个体或小机构可为。故网络没有覆盖的人群是被直
接挡在数字技术变革之外的人群。为此，我们称之为 “硬筛选效应”。
参见Ｓｉｍｏｎｅ　Ｃｅｃｃｈｉｎｉ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ｃｏｔｔ，Ｃ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７３－８４．
参见Ｉｎｇｒｉｄ　Ｒｏｂｅｙｎｓ，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６，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９３－１１４．
Ｃａｒｍｅｎ　Ｌｅｏｎｇ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４７５－４８４；Ｍｉａｏ　Ｃｕｉ，Ｓｈａｎ　Ｌ．Ｐ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ｌｉ
Ｃｕ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９，ｎｏ．４，



可是我们认为，赋能视角强调技术的影响，却忽视了农户的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数字
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供给侧弥合了接入性鸿沟，赋予农户运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不过，

面对新的发展机会，农户的反应可能非常不同。

实地调查数据显示，农户有两种主要利用途径：一是从事电商经营，利用互联

网进行生产和销售，获得数字红利。①二是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分享数字红利。一个

地区从事电商经营的人数越多，规模越大，生产与销售相关的延伸服务需求量也会

越大，电商经营户为其他农户提供相关工作的机会也越多。一些低技能工作 （如快
递打包）还会吸引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人 （如老年人、残疾人）参与。

不过，机会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分阶段逐步呈现的。案例数据表明，电商经营

活动在一个乡村的兴盛至少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有人在村里开店；第二阶
段，有人跟随，从事电商经营的农户不断增多；第三阶段，当模仿农户的规模影响

群体收益时，有人创新，以保障自己的收益；第四阶段，差异化经营逐步覆盖电商
的上下游和前中后端，形成村落电商生态。以山东省曹县丁楼村表演服饰为例，电

商生态意味着从原材料和辅料进村到产品出村的完整环节都在村里实现，且形成了

农户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生态形成的过程性意味着在机会面前农户考虑从事电商经营或参与电商相关工

作有时间先后。世行调查数据显示，在淘宝村，电商户考虑开店的年份大致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１０年及以前已经考虑的农户，数量少，占电商户总数的比例不

足２０％，分年度考虑开店的农户占比也不高，在３％—６％之间。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间考虑开店的农户，数量明显增多，占电商户总数的３５％，且分年度
增速明显加快，截至２０１４年，已累计超过了５０％。第三阶段是２０１５年及以后考虑

开店的农户，数量几乎是前两阶段之和，每年新增农户占比也较高，且相对稳定。

那么，在电商技术变革提供的发展机会面前，农户究竟是如何利用它们的呢？

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选择？

（二）发展机会与农户技能

运用数字技术变革给乡村带来的发展机会十分重要。② 为理解农户对机会的利

用，我们需要对影响农户在机会面前进行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探讨，进而判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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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１９，ｐｐ．９５３－９８８；刘亚军：《互联网使能、金字塔底层创业促进内生包容性增长的双
案例研究》，《管理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①　邱泽奇等用两个 “乘数效应”对电商数字红利的机制进行了解释。参见邱泽奇等：《从
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２０２１年春夏之交的 “曹县现象”便是直接的证明。参见这一时段媒体的深度报道，如
李海潮：《“曹县出圈”不止有梗更有料》，《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第

１版。



变革的筛选机制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在数字鸿沟研究中，用户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是关键变量。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强调

用户技能之于数字社会发展、个体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在线活动以及因参与数字活动
而获益时的重要性。① 迪马乔等早在２１世纪初就曾指出，技能因素是考察数字不平

等的重要维度。② 范迪克曾构建一个针对数字鸿沟的解释框架，他将数字接入划分

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动机性接入、物质性接入、技能性接入和应用性接入。③ 对数
字技术而言，其中的物质性接入是基础设施接入，而技能性接入则是连接物质性接

入与应用性接入的关键环节。可见，技能在影响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弥合数字鸿
沟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引入农户技能，④ 运用世行调查数据，我们将农户技能区分为一般技能和专用

技能。一般技能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指称经学校教育获得、满足工业岗位工作需要的
技能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⑤ 在分析中，我们用学历教育完成程度测量。数字技能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是一种专用技能，与一般技能有关，却不等同于一般技能。范迪克

等认为，数字技能有六个维度：操作技能、规范技能、信息技能、沟通技能、内容
创造技能和战略技能。⑥ 其中，信息技能和沟通技能需要在互联网环境习得；战略

技能只能在特定工作实践或有针对性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训中才能获得。传统
学校教育几乎不会涉及这些内容。

案例数据显示，当农户尝试运用数字技术变革的发展机会 （如从事电商经营）

时，数字技能是必要的专用技能。对中年农户而言，因其受教育阶段数字技术尚不
是课程内容，不能使用学历测量其数字技能。根据数字技能更多在实践以及特定使

用环境和氛围中习得的特点，我们认为，是否具有相关实践经历对形成数字技能十

分关键，故此，根据农户接触电商的经历来测量其专用技能。

农户的电商经营实践表明，利用发展机会需要组合技能。既需要一般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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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ＥＣＤ，ＯＥＣ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Ｔｈ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９．
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ｅｔ　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７，２００１，ｐｐ．３０７－３３６．
Ｊａｎ　Ａ．Ｇ．Ｍ．ｖａｎ　Ｄｉｊｋ，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ｕｓ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２，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ＩＯ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农户技能”是探讨技术筛选效应的主要解释变量，它汇集了农户既往经历。在面对新
机会时，农户技能是利用机会的必要条件，是否愿意利用机会则是充分条件。
之所以称数字技术变革是革命性的，理由之一在于其所要求的技能与工业化时代的技
能具有本质差异。差异的内容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不再展开讨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Ａ．Ｍ．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ｎ　Ａ．Ｇ．Ｍ．ｖａｎ　Ｄｉｊ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



需要专于电商的数字技能 （以下简称 “数字技能”），两者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对发展
机会利用的技能差异。

把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交互便构造了农户技能的四种类型：一般技能和数字技
能都较高 （以下简称 “双高”）；一般技能较低，数字技能较高；一般技能较高，数
字技能较低；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都较低 （以下简称 “双低”）。

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通常以家户为单元，对技能的测量也以家户为单位。方法是：

用家户劳动力中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代表农户受教育程度，将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视
为拥有较高一般技能农户；用家户成员接触电商的经历来测量农户数字技能，如果
有家户成员接触甚至运营过电商，① 则视其为拥有数字技能的农户。

在世行调查数据中，这四类农户占比的结构是：“双低”农户与一般技能较高但
数字技能较低的农户各约占样本农户总数的１／３，剩下１／３为数字技能较高的两类农
户。在数字技能较高的农户中，“双高”农户相对更多，占样本农户总数的２４％，一
般技能较低但数字技能较高的农户相对较少，占样本农户总数的８％。总的来看，在
淘宝村，拥有较高数字技能的农户仍然是相对少数，有约２／３的农户数字技能较低。

四类农户占比的结构还说明，不同组合之间的差异明显，它暗示淘宝村电商经
营户数量的增长不是技术复制性②扩散过程。案例数据也显示，电商户数量的增长
是一个从双高户到双低户的演化过程。依据技术筛选理论可以预测的是，双低户
是可能被甩在电商经营之外的。然而，世行调查数据告诉我们，在电商经营户和
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农户中却有超过１／３的双低户，有超过２／３的低数字技能户。

问题是，他们如何把握电商发展机会呢？

为简洁计，我们将农户已有技能组合定义为存量技能，把一般技能或数字技能
较低定义为存量技能不足，用于探讨拥有不同技能农户的发展机会差异。

（三）存量技能与机会利用

１．从事电商经营活动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在乡村，把握电商发展机会的必要

条件是农户是否具有从事电商经营 （以下简称 “开店”）的基本技能。为检验农户
存量技能对机会把握的影响，我们先看：（１）一般技能更高的农户是否更有可能从
事电商经营？（２）数字技能的高低是否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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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调查数据没有直接测量农户专用技能。问卷只询问了农户是否接触过电商。“接触
电商”涵盖了从网购到在电商店打工等丰富的内容，指农户在乡村从事电商经营或从事
电商相关工作之前的经历。不同的 “接触”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由于没有细分数据，
我们无法观察不同 “接触”的影响差异。即使如此，使用粗颗粒度的测量并不影响进
行最保守的估计。
技术复制性指乙农户原样照搬甲农户的电商经营模式，不做任何改造或改进。



我们用一个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① 因变量为农户是否开

店 （电商户＝１，非电商户＝０）。在自变量中，除纳入了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过电商

接触经历变量外，还控制了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户年龄 （用农户最年轻的劳动力年

龄进行测量），② 这两个变量可能与农户的存量技能及是否开店同时关联。

在下表中，模型１ａ是对样本总体估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分析发

现，一般技能的效应在０．０５水平下并不显著 （回归系数为０．１９５，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７８，０．４６８］），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较高一般技能不会显著增加农

户开店的可能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拥有较高数字技能的农户开店的可能性显著

提高，有家庭成员接触过电商的农户开店的概率是未接触过的２．８倍 （回归系数为

１．０３２，Ｚ＝７．４２，ｐ＜０．００１）。

一般技能、数字技能与农户从事电商经营之间关联性回归分析表③

模型１ａ 模型１ｂ 模型２ａ 模型２ｂ
因变量：

是否从事电商经营

２０１０年及以前

ｖｓ．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ｖｓ．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２０１０年及以前

ｖｓ．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ｖｓ．

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１） （２） （３） （４）

一般技能
０．１９５　 ０．３６５＊ ０．３７１　 ０．３０３　 ０．８９１＊ ０．２４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７９） （０．２５６） （０．２２３） （０．４４１） （０．２７９）

数字技能
１．０３２＊＊＊ － １．０１２＊＊＊ ０．２７３ － －
（０．１３９） － （０．２５４） （０．１８１） － －

样本量 １３７１　 ９２７　 ６１５　 ３１５
伪 Ｒ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７
对数似然值 －７７５．５０７ －４９６．６１３ －６０５．８３６ －２９２．４９４

　　　注：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１）为包含了所有调查农户的样本，

（２）为数字技能较低的农户样本，（３）和 （４）均为从事电商经营的农户样本，其中 （３）为包含了所有从事

电商经营的农户样本，（４）为从事电商经营的农户样本中，数字技能较低的农户样本。

我们还用模型２ａ考察了一般技能与考虑开店时间的关系。模型２ａ是一个多分

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因变量为考虑开店时间的三分类变量，④ 纳入分析的样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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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中使用的数据为 “社区—农户”嵌套结构。在这类数据中，属于同一个高层次单元
（社区）内部的各低层次单元 （农户）之间会因相似而产生聚类相关。如果组内相关程
度过高，会导致估计与检验偏误，需要使用多层次模型分析。为此，我们检验了各因
变量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ＣＣ）。结果是ＩＣＣ均小于０．０６，属于组内低度关联，数据不具
有层次结构，无需采取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后同。
对于农户年龄状况，考虑到其与农户是否从事电商经营活动之间可能呈现出非线性关
系，这里在回归模型中同时纳入了农户年龄状况变量以及该变量的平方项。
鉴于篇幅限制，表中没有汇报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农户年龄等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和截距项的估计结果，但均已在模型中控制。
依考虑经营电商的年份对电商户进行类别划分，２０１０年以前＝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２，

２０１４年以后＝３。



所有电商户，样本量为６１５。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技能较高的农户考虑开店的时间
并不显著更早。① 但是，拥有较高数字技能农户考虑开店的时间显著更早，接触过
电商的农户在２０１０年前便考虑开店，与２０１４年后才考虑开店的比较，是较低数字
技能农户的２．７５倍 （回归系数为１．０１２，Ｚ＝３．９８，ｐ＜０．００１）。若对２０１４年以前
和之后考虑开店的做进一步考察，② 结果显示，拥有较高数字技能也会显著增加

２０１４年前考虑开店的可能性。

如果农户未接触过电商，更高的一般技能是否对其开店有积极影响呢？为回答这
个问题，我们将纳入分析的样本限定为未曾接触过电商的农户，构建了上表的模型１ｂ
和模型２ｂ。模型１ｂ对各分析变量的设定与模型１ａ相同。结果表明，同为未曾接触过
电商的农户，较高一般技能会显著增加农户开店的可能性 （回归系数为０．３６５，Ｚ＝
２．０４，ｐ＝０．０４２）。这说明，只有当数字技能缺失时，一般技能的积极影响才会显现。

以类似方式，在未接触过电商的农户中考察一般技能与考虑开店时间的关系可
以看到相类似的结果：模型２ｂ （２０１０年及以前ｖｓ．２０１５年及以后）的一般技能参数
在０．０５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回归系数等于０．８９１，Ｚ＝２．０２，ｐ＝０．０４４）。据此可以
认定，同为未接触过电商的农户，一般技能较高者考虑开店的时间会明显更早。

接下来比较存量技能不同的四类农户：“双低”、一般技能较高但数字技能较低、

一般技能较低但数字技能较高和 “双高”，观察其开店的差异性。将模型１ａ中的一
般技能和数字技能两个变量拿掉，代之以代表四类农户中三类的哑变量，拟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图１ａ是根据模型估计结果预测的四类农户开店的概率。其中，

一般技能较低但数字技能较高以及 “双高”农户开店的概率均超过７０％，且二者之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卡方值＝０．３７，ｄｆ＝１，ｐ＝０．５４４）。但与 “双低”、一般技能较
高但数字技能较低的两类农户之间，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图１　根据模型预测的四类农户从事电商经营活动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概率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ｎ．ｓ．表示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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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技能的两个回归系数０．３７１和０．３０３在０．０５的水平下均不显著，９５％置信区间分
别为 ［－０．１３１，０．８７３］和 ［－０．１３４，０．７３９］。
将因变量中２０１０年以前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两类合并。



结果表明，较高的数字技能会显著增加开店可能性。比较 “双低”农户与一般
技能较高但数字技能较低的农户可以发现，二者开店的可能性也有显著性差异，一

般技能较高的农户开店的概率显著较高 （卡方值＝３．８５，ｄｆ＝１，ｐ＝０．０５）。这也印

证了之前的结论：只有当数字技能缺失时，一般技能的积极影响才会显现。

简言之，存量技能对农户开店的可能性影响显著，依由高到低的可能性排序，

呈现为：数字技能高的＞一般技能高的＞双低的。如果将开店作为对分享数字红利

机会的利用，则电商技术变革的确制造了技术的新门槛，把拥有不同存量技能的农

户分为了两个群体，发挥了筛选效应。

２．参与电商相关工作

参与电商相关工作是把握发展机会的又一途径。我们同样关注农户存量技能与

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关联性。以类似方式构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考察非电商户参

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分析样本限定为非电商户 （样本量为７５６）。因变量为是

否参与电商相关工作，自变量设定与得到图１ａ的模型相同。根据模型参数估计结

果，预测非电商户四类农户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概率 （见图１ｂ）。

结果表明，一般技能低但数字技能高的非电商户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概率最大，

其次是 “双高”非电商户，而数字技能较低的两类非电商户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概

率最低，为１０％左右。在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上，数字技能较低的两类农户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卡方值＝０．６３，ｄｆ＝１，ｐ＝０．４２８），数字技能较高的两类农户

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卡方值＝１．４７，ｄｆ＝１，ｐ＝０．２２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控

制一般技能，将数字技能较高与数字技能较低的非电商户放在一起对比，则表现出

显著差异。这说明，与分析开店的结论类似，数字技能的影响更加重要。在其他条

件相同时，一般技能的影响并不明显。

分析表明，在非电商户中，农户存量技能对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可能性的影响

同样显著。不过，结构更为直接，由高到低呈现为：一般技能低但数字技能高

的＞双高的＞双低的。如果农户没有其他发展机会，则电商便是农户发展的可能

机会。这解释了为什么一般技能低但数字技能高的农户会更多地参与电商相关工

作。在经营电商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两个维度，存量技能双低农户都处于可能性

最低的位置。对开店的可能性而言，双低农户与其他三类农户之间表现出显著差

异；对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来说，尽管双低农户与一般技能较高但数字技
能较低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但与数字技能较高的农户相比，参与电商相关工作

的概率均显著更低。

回到本节的问题，电商技术变革为农户提供了分享数字红利的平等机会吗？否。

结果表明，拥有数字技能是农户分享数字红利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开店还是参与电

商相关工作，较高的数字技能都会显著增加农户把握发展机会的可能性。拥有不同

存量技能的农户在把握机会上非常不同，技能缺陷不利于对发展机会的把握。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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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开店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均低于其他类型的农户。简言之，按照技术
变革的筛选逻辑，数字技术构造了新门槛，提供的是不平等机会。

三、乡村环境、政策导向与机会调节

然而，一些电商村呈现的事实与上述结论并不一致。在村里，包括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农户在内的低数字技能农户也参与了电商相关工作。世行调查数据表明，在
淘宝村，有１４％的非电商户参与了电商相关工作。其中不乏双低农户，另外还有超
过１／４的双低农户在开店。那么，电商技术制造的新门槛又是如何得到调节，让双
低农户把握发展机会的呢？

（一）有利的村内环境可抑制农户存量技能不足的负效应

已有研究认识到，技术变革及相关后果还受到社会环境如社会关系网络、组织、

社区等因素的影响。① 在早期针对接入性的讨论中，人们已经注意到社区因素对数
字鸿沟的调节，强调社会组织在贫困社区传递信息的积极影响。在电商村我们也发
现，一些电商经营户会带领其他农户参与电商发展，② 如提供电商经营示范、为后
开店者提供技能培训或支持、为乡邻提供电商相关工作机会等。只要农户愿意，即
使是双低农户，也有大量机会参与电商相关工作。

然而，以往的研究多考察某个乡村，③ 尚没有研究从整体上证明乡村社会环境
的调节作用，也无法针对乡村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行系统检验。世行调查数据为我们
提供了可能。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有利的乡村环境”（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简称
“有利环境”）是否能调节农户存量技能不足对把握发展机会造成的负向影响。

为检验有利环境的影响，我们将考察两类环境：一是村里是否有电商户在开店
同时还为其他农户提供技能培训，二是村里是否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电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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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ｏａｓｅ，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ｖｏｌ．５３，ｎｏ．９，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７－１２６７；Ｐｅｔｒ
Ｌｕｐａ，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ｉｎｇｌｅｙ：

Ｅｍｅｒａ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８．
参见邱泽奇等：《菏泽电商：３＋３》，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７
年；邱泽奇等：《因势创新、淘宝惠民、美丽乡村：惠民县电商发展报告》，北京：北
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９年；解维俊、高红冰主编：《中国淘宝村优秀案
例精选》，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除之前的引用外，再比如曾亿武等：《淘宝村形成过程研究：以东风村和军埔村为例》，
《经济地理》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工作。① 在分析中，我们将两类有利环境都设置为二分变量。由于双低农户开店的
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农户，我们的分析将关注 （１）电商户提供培训对农户存量
技能影响的调节作用，比较电商户是否提供培训之于农户存量技能对其开店的影响
程度是否不同；（２）针对非电商户是否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分析工作机会之于农户
存量技能影响的调节作用，比较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机会的
乡村与没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机会的乡村，观察农户存量技
能对其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影响程度是否不同。

图２汇报了第三组和第四组模型主要参数的估计结果。第三组模型的因变量为
是否从事电商经营。模型３ａ将分析样本限定为没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培训的
村，对这些农户来说，存量技能不足对他们开店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双低农户开
店的概率只有其他类型农户的３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为 －０．９７２，Ｚ＝ －４．８６，

ｐ＜０．００１）。令人惊奇的是，一旦村里有电商户为他人提供培训 （模型３ｂ），双低农
户的负向效应便不再显著 （回归系数为 －０．３３６，Ｚ＝－１．６１，ｐ＝０．１０８）。在模
型３ｃ中，我们同时加入村里是否有电商户提供培训的哑变量及其与双低农户哑变
量的交互项，以此检验存量技能不足负效应的改变，观察有利环境对双低技能的
负效应是否有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交互效应在０．０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交互效
应参数为０．５６４，Ｚ＝１．９８，ｐ＝０．０４７），村里有电商户为他人提供培训会有效抑
制农户存量技能不足的消极影响，存量技能不足的双低农户也有可能成为电商经
营户。

图２　有利的社区环境因素对存量技能不足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

用相似的分析策略，我们对未开店的农户样本进行分析 （第四组模型），因变量
为非电商户是否参与电商相关工作。模型４ａ将分析样本限定为没有电商户为村里提
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机会的淘宝村。结果显示，双低农户的哑变量效应在０．１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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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数据分析中，如果一家电商户雇用了６位以上的同村村民，我们便将其界定为为同
村人提供了较多工作机会的电商户。



平下显著为负 （回归系数为－０．５０１，Ｚ＝－１．７７，ｐ＝０．０７７），即双低农户在电商
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的乡村 （模型４ｂ），在参与电商
相关工作可能性上，双低农户与其他类型农户之间不再具有显著性差异。从估计效

应的方向看，双低农户更有可能参与电商相关工作 （回归系数为１．５８９，Ｚ＝１．４０，

ｐ＝０．１６３）。案例数据显示，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可能是双低农户唯一可以把握的机

会。交互效应检验 （模型４ｃ）在０．０５水平下同样显著为正 （交互效应参数为

２．７４２，Ｚ＝２．５５，ｐ＝０．０１１），意味着，在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较多电商相关
工作机会的乡村，农户存量技能不足的消极影响会得到有效抑制。①

由于提供培训和提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与人们的日常感知不完全一致，我们认
为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在竞争性市场中，垄断是获取利润的有效手段。为其他农

户提供技能培训无异于为自己制造竞争对手，在逻辑上不符合市场原则。那么，开

店农户为什么要为其他农户提供技能培训呢？同样，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因岗
寻人，让劳动者的能力符合岗位需要是获得经营绩效的有效手段，为其他农户提供

较多电商相关工作而不是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在逻辑上也不符合市场原则。那么，

开店农户为什么要为其他农户提供较多电商相关工作呢？案例数据显示，电商户不

符合市场逻辑的行为却与针对乡村发展的公共政策，如脱贫攻坚、数字乡村、乡村

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导向相符。

（二）国家政策导向为 “有利环境”提供正当性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工作一直是中央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点之一。② 可是，

国家政策导向再好，如果不能在乡村执行，终究是纸上谈兵。③ 那么，乡村振兴和
数字乡村战略又如何在乡村落地呢？案例数据呈现了两种基本模式：（１）运用政策

·９５１·

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①

②

③

鉴于残差变异，由于使用传统交互项检验和分组估计比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大小可能带
来偏差，为此，我们还计算了图２各模型的平均偏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用于校
验，结果一致。参见洪岩璧：《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一个综述》，
《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党的十九大将 “三农”政策提升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２０２０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
一步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２０年７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
合印发 《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在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
《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中，都将弥合数字鸿沟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加
以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相同的国家政策下，不同乡村的执行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和资源顺水推舟，支持农户创新发展；（２）创新政策执行模式，运用市场规则，将
企业引入政策执行具体环节。

针对第一种模式，我们收集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丁楼村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间
电商网络动态演化数据，应用变点分析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① 刻画了
网络演化的阶段。分析揭示，２０１２年成为变点的可能性是十个年份中最大的。

如图３所示，图的上半部分为电商网络动态的观测数据以及对其变化趋势的拟合，

下半部分为各年份成为变化点的概率估计。据此，我们可以将丁楼村的电商发展划
分为２０１２年前和后两个阶段。

图３　运用变点方法拟合的丁楼村电商发展阶段

对乡村电商网络动态演化的分析结果与实地观察相互印证。案例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年及以前，丁楼村的电商发展处于自发状态。２０１２年后的电商发展进入到先继

续成长后保持稳定的阶段，这与地方政府认识到电商之于发展的潜力，积极提供政

策和资源支持，让电商经营获得政策正当性密切相关。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２０１３年新上任的大集镇党委书记苏永忠到下辖乡村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时，偶然发现许多村民在家利用互联网从事电商创业，于是，顺

势提出了 “电商兴乡”，制订鼓励电商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由镇政府出资协助电

商户注册企业；对电商企业实行归口管理，除公安、消防安全检查外，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对电商企业实施检查，更不得对电商企业乱收费；减免电商生产企业

的水电费；为有意扩大生产的电商户和创业者提供贴息、低息贷款；鼓励动员村民

参与电商创业，为返乡创业大学生设立专项创业基金。大集镇还利用山东省光网改

造试点的机会，联合菏泽市联通公司的曹县分公司，率先在村里进行光网改造。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大集镇光纤入户数与网店数一直稳步增加，接入互联网的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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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变点分析是针对动态时序数据的分析方法。变点，指一个序列数据中突然发生变化的
点。根据变点，可以将一个动态过程区分为不同阶段。在这里，我们运用了贝叶斯变
点分析方法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简称ＢＣＰ），为丁楼村电商
扩散网络动态演化的阶段性给出判断。



长率达１１３．８％。到２０１６年，大集镇已有５８００多户光纤入户，实现了光网对行政
村的全覆盖。以丁楼村为例，一个３００户左右的贫困村，２００９年时只有一辆面包
车；２０２０年的电商销售额却突破了５亿元，多半农户经营电商，绝大多数家户的生
计都与电商相关。

针对第二种模式，我们可以观察扶贫车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开始的脱贫攻坚战
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政策和其他资源。其中，财政资源通过转移支付方式
被分配到各地贫困区县。与财政转移支付政策配套，中央其他部门还出台了相应
政策，如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单位发布
了 《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详细部署运用电商实现精准扶贫的任务
及主要措施。地方政府则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与中央政策相衔接的地方政策，创
新电商扶贫模式。

扶贫车间①是一种地方实践。运用中央和省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在乡村建立
标准厂房，以免费或低租金租给企业，要求企业用工的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４０％。

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将扶贫车间与电商发展联系起来，一方面为农村电商创业企业入
住扶贫车间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帮助使用扶贫车间的传统企业拓展电商业务。入
住扶贫车间的企业除了为农户尤其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工作机会外，

还为农户提供包括电商培训在内的技能培训，政府则协调免费的培训场地和提供补
贴。此外，地方政府发展扶贫车间的政策还体现在，联合职能部门提供诸如企业免
费注册、用电价格优惠、税收优惠、贷款担保、贷款优惠、社保补贴，为高龄就业
人口提供 “扶贫特惠保险”服务等各个方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建设了１３４个扶贫就业车间，３．５万电商户带动了超过２０
万人就业，其中包括脱贫人口５万人，如睢宁县李集镇有２０３个村的１０万余名妇女
从事电商相关工作。山东省菏泽市１１个区县 （含２个开发区）建设了３０６３个扶贫
车间，带动了３８０００户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５９４９户，７０％的电
商经营户建有扶贫就业车间。在菏泽市３９６个淘宝村中，有扶贫车间的村庄有２９０
个。鄄城、郓城、成武、定陶、曹县等县区甚至摸索出了 “电商＋扶贫车间＋贫困
户”的推广模式。

无论是第一种模式还是第二种模式，政府的政策导向都运用了两种基本力量。

第一是乡土社会的互助力量。既有研究指出，乡土聚居的基本维系力量是家户内部
和家户之间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互助。② 乡土社会历经千年变迁，互助是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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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先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的假发生产车间发现五保户、残疾人、老年妇女在工作，
经了解，那是鄄城县的电商扶贫就业车间。后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北、重
庆、四川等地区的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电商扶贫就业车间。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卞国凤：《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
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２０１０年。



的纽带和社会赞许行为，甚至上升至道德弘扬层次。乡土社会对向他人施以援手的
赞许鼓励着电商经营户向其他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和工作机会。因此，乡村社会的电
商经营，在农户之间运用的不纯粹是市场准则，还依托着社会的互助准则。案例数
据也显示，熟人社会的社交活动其实是天然的电商技能传播机会。鼓励电商经营户
提供培训和提供工作，无疑与乡土社会的互助准则相一致。

第二是乡土社会的市场力量。类似扶贫车间的政策创新实现的是市场收益
的普惠化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让最不可能接触技术变革红利的人群也
有机会受益。一方面，扶贫车间的设置顺应企业逐利的天性，政府为企业让利，

让企业运用市场准则找到获取数字红利的政策接口。另一方面，也让企业的逐
利行为与乡土社会的伦理期待一致，为双低农户力所能及地参与电商相关工作
创造条件，如让特定人群既可以照料家庭尤其是赡养老人和养育子女，又可以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让那些完全被排斥在工厂岗位工作之外的人群 （如只有部
分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残障人士）凭借可用的能力把握参与机会。如在菏泽市鄄
城县的扶贫车间，假发电商经营户让五保妇女运用与生俱来的梳头技能每天赚
取几十元的收入。不仅如此，公共政策创新还使电商经营户为其他农户提供培
训和工作机会成为一类既没有经济损失，又受政策鼓励，还获得社会伦理赞许
的 “三赢”行动。

简言之，有利环境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赞许和国家公共政策引导的复合结果，使
村里最缺乏技能的农户也可以把握电商技术变革带来的发展机会。

四、机会利用与农户共同发展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抓住并利用电商发展机会，电商技术
变革又如何影响其获取数字红利呢？世界银行的专家从家庭增收的角度考察了电商

经营对淘宝村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发现参与电商经营的确有助于农户增收，① 进
而指出，农户借助电商增收是从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红利中受益的体现。② 不过，

他们考察的是开店对农户增收的直接影响。我们希望证明的则是利用电商发展机会
不仅能直接促进各类 （不只是开店）农户增收，还能促进存量技能不足的农户缩小
与其他类型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

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是衡量数字技术变革影响社会平等的重要指标。分析结
果表明，存量技能不足与农户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联：在控制其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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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Ｘｕｂｅｉ　Ｌｕ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ｙｕ　Ｎｉｕ，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ａｏｂ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参见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胡光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年。



量的条件下，双低农户的家庭收入仅是其他类型农户的５３％ （ｔ＝－７．７９，ｐ＜
０．００１）；相较于其他类型农户，双低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自评也显著更低，低

０．０９８个标准差 （ｔ＝－３．２９，ｐ＝０．００１）。

模型５ａ和模型５ｂ （图４ａ）是分别针对非电商户和电商户的分析，因变量是收
入的自然对数。为了避免人群中收入特异值对回归分析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
采用了一种稳健回归模型，利用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进行参数估计。回归模型中除了纳入代表双低农户类别的哑变量，还对农
户劳动力数量以及年龄进行了控制，因为它们可能与存量技能以及因变量同时相关
联。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技能双低对非电商户和电商户均具有显著的负效
应，非电商户中的负效应 （绝对值）更大。这说明双低农户与其他类型农户在收入
水平上的平均差距，电商户要小于非电商户。① 模型５ｃ和模型５ｄ （图４ａ）是针对
非电商户参与电商相关工作与未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比较分析，同样，拟合稳健回
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未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农户中，双低农户在收入上显著更低
（回归系数为－０．５７１，Ｚ＝－４．８１，ｐ＜０．００１）。但是，在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农户
中，双低农户的负效应不再显著 （回归系数为 －０．２９９，Ｚ＝－０．９２，ｐ＝０．３６１），

说明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双低农户与其他农户之间，在收入上已不再存在明显差异，

即缩小了过去累积的收入差距。

图４　存量技能不足、对电商发展机会的利用与农户数字红利获得的结果

模型６ａ到模型６ｄ四个模型 （图４ｂ）的因变量是农户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现
状的自我评价，这里将其近似视为连续变量，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拟合观
测数据。其中，模型６ａ和模型６ｂ同样是分别针对非电商户和电商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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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通过构建模型纳入代表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均较低的农户类别的哑变量和电商户
哑变量的交互项，针对低技能影响收入的效应在电商户与非电商户之间的差异状况进
行统计检验。这里对该交互效应进行估计的结果为正，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 （ｐ＝
０．７０３）。尽管如此，这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低技能对获得收入的消极影响有可
能减弱的趋势。



在非电商户中，双低农户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要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农户 （回

归系数为－０．２０５，ｔ＝－２．５１，ｐ＝０．０１４）。但是，对电商户来说，双低农户

与其他类型农户比较，在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已不再显著 （回归系数为

－０．１５４，ｔ＝－１．３７，ｐ＝０．１７５）。模型６ｃ和模型６ｄ是分别针对非电商户参与电

商相关工作与未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分析，在未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农户中，双低

农户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较低 （回归系数为－０．１９９，ｔ＝－２．５９，ｐ＝０．０１１）。

但是，在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农户中，存量技能不足包括双低农户自评社会经济地

位的负向影响也不再显著 （回归系数为－０．２０４，ｔ＝－０．８０，ｐ＝０．４２９）。

综合图４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如果说第三节呈现了存量技能不足农户何以

在电商技术变革中获得新发展机会，那么，这一节则证明积极利用新发展机会除了

有助于改善存量技能不足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能让其增强获得感，缩小此前积

累的与其他类型农户之间的差距。

结论与讨论

正在经历的数字技术变革将如何形塑我们的社会？是如既有研究结论证明的那

样朝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方向发展，还是会带来不一样的格局？我们没有企图在

一篇文章里论证其全景，而是选择数字技术变革的初始阶段，以电商技术变革为典

型，考察数字技术变革通过制造技术新门槛对发展机会平等的影响。随着技术变革

的展开，可以预料数字技术变革对发展机会平等的影响是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

的，我们也没有企图在一篇文章里分析所有影响，而是选择最不可能迈过技术新门

槛的贫困地区的数字技能弱势农户，考察和分析技术新门槛为其带来的自然影响，

以及乡村社会和国家政策对自然影响的应对和调节。我们试图探讨的是技术变革的

总效应在其初始阶段是不是就已经注定？在革命性技术变革的影响中，技术是决定

性的因素还是被触发的因素？

如果说农业技术变革的发生和发展是散点式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地方性的、

多样的、缓慢的，直到当下，我们依然还能见到原始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

工业技术变革的发生和发展则是板块式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区块的、趋同的、

快速的，直到当下，我们还能见到处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数字技术变革

与以往两次非常不同，其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网络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一

开始便是铺天盖地的、同一的、极速的，更是彻底的。当下，尽管还有４９％的人口

没有接入互联网，① 却依然受到了数字技术变革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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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ＩＴＵ，２０２０．



乡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末端，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短板，也是数字技术
变革最易忽视的部分。乡村振兴是补足这块短板的国家战略。运用数字技术变

革促进乡村共同发展则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技术变革天生带着筛选

机制，从远古人类到现代社会，技术变革总是在制造一道道技术新门槛，把人

群划分为两拨，迈过门槛的人群可以从技术变革中获益，迈不过门槛的人群则

会因为技术变革而受损。中国能够打破技术变革逻辑的自然魔咒，补足乡村这

块短板吗？

百年巨变，从工业技术几乎为零到站在数字技术变革的世界最前沿，中国已经
成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第一大国；百年巨变，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得益

于千年难遇之机，更得益于中国制度的保障。过去十多年，一些地区尤其是贫困地

区运用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让乡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农户共同发展。

仅以淘宝电商为例，到２０２０年，５４２５个淘宝村已经覆盖到中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

占中国行政村总数的１％，其中，超过８００个淘宝村分布在各省级贫困县，１１９个淘

宝村分布于１０个省的４１个国家级贫困县。①

技术变革天性与社会事实的冲突正是激发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初始动因。同时，

我们更加好奇，数字技术变革在中国乡村真的改变了其自然逻辑、促进了共同发展

吗？把电商作为乡村数字技术变革的典型，通过分析最不可能接触数字技术的农户

是否有机会分享数字红利，通过将农户的技能划分为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作为分析

电商技术变革影响的关键自变量，聚焦农户存量技能状况与他们利用电商发展机会

之间的关联，我们获得了以下结论：

第一，存量技能不足会降低农户利用电商发展机会的可能性，复证了这一领域

的经典结论，即技术变革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但是，有利的乡村社会环境，如村
里有电商户为其他农户提供电商技能培训或提供较多的电商相关工作机会，能够调

节农户存量技能不足的消极影响。

有利环境为村里每一位愿意参与技术变革的劳动者提供了机会。结果是，存

量技能不足的农户也可以充分利用电商发展机会。一些电商村的案例告诉我们，

乡土社会的互助传统是有利环境产生的天然土壤，国家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等公共政策则是让有利环境获得时代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主导力量。

公共政策在乡村的创新制造了一种让企业的市场收益惠及弱势群体的机制，即
“市场收益普惠”效应。通过公共政策把公共资源转化为市场机会，既让企业有利
可图，又让农户尤其是存量技能不足的老弱病残贫等弱势劳动力有机会参与电商

相关工作，从劳动中分享数字红利。这启发我们，创新国家战略在乡村的落地模

式、营造有利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环境，是建设数字乡村、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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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北京：阿里研究院，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

第二，通过积极利用电商发展机会，存量技能不足的农户可以缩小与其他类型
农户的差距，甚至缩小累积的差距，增强其在数字技术变革中的 “获得感”。只要参
与电商发展，农户存量技能不足的消极影响就会减弱，甚至不再显著。在数字技术
变革中，平等的参与机会让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得以缓解，也为农户共同发展
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三，一般技能的高低对把握电商发展机会的影响不明显。这意味着，工业时
代的岗位工作技能对数字时代把握发展机会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当农户缺少数字
技能时，一般技能的影响便凸显出来，一般技能高的农户更有可能把握电商发展机
会。不过，有数字技能的农户，即使一般技能较低，依然可以抓住电商发展机会，

获取数字红利。这意味着教育依然是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归纳起来，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初始阶段，把电商作为数字技术变革的典型形态
之一，小乡村的事实至少可以证明，如果任由技术变革循着自身逻辑展开，的确会
加剧社会不平等，ＵＮＤＰ的警示是有科学依据的。可是，中国的大故事告诉我们，

技术变革对社会影响的方向不是不可变更的，技术红利的分配策略也不是固定的，

社会环境和公共政策是发挥技术变革积极影响、引导红利分配公平、实现农户共同
发展的主导性因素。

我们试图把技术变革的总效应进行拆解，在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初始阶段探
索技术变革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补上了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缺
失环节。同时，在发展研究领域证明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积极的公共政策是干
预技术变革影响方向的关键变量，为运用公共政策调节技术变革的负向影响提
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如受制于截面数据，我们无法对农户未观测到
的异质性进行控制，也没能运用指标实现对农户数字技能的直接测量。另外，

我们也没有条件对国家战略在乡村落地的总体格局进行判断。特别需要强调的
是，本文指称的共同发展是乡村内部农户的共同发展，尽管其在理论上可以推
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但不应被直接引申为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
的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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